
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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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表明，当前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从多元走向二元聚集的趋

向，进入价值共识生成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价值共识”的生成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共”于何？如何 “识”？“价值”何以合法？基于调查信息，基本的立论是：“共”

于 “伦理”；“精神”地 “识”；在民族文化家园中合法。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价值

共识有三大意识形态期待：期待一次以 “我”成为 “我们”为主题的伦理觉悟；期

待一场以 “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为价值的精神洗礼；期待一种 “还家”的努

力。具体内容是：保卫伦理存在，进行关于国家、家庭、集团伦理意识的再启蒙；

扬弃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进行社会、国家、家庭

三大伦理实体的 “精神”建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家园，建构价值合法

性。三大期待凝结为三个理念：保卫伦理；蓬勃 “精神”；回归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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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东南大学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
所、道德国情调查中心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 目 （１０＆ＺＤ０７２、

１２＆ＺＤ０３６）、重点项目 （１０ＡＺＸ００４）、省重大委托项目 （ＳＳＬ１３０６６）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三次调查。调查一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在全国展开，主要在江苏、广
东、广西、新疆等省 （区）采样，由六大群体的分别调查和综合调查构成，投放问卷
近两万份，辅之以诸群体座谈会，作者为首席专家之一。调查二于２０１３年在全国２８个
省市自治区进行，由江苏省委宣传部国家重大项目组与中国人民大学ＣＧＳＳ项目组合
作，问卷样本量近６０００份，作者为主要参与者之一。调查三于２０１３年由东南大学道德
国情调查中心在江苏省进行，问卷样本量近１３００份，作者为首席专家之一。三次调查
虽容量不等，但以调查一的问卷为原始模本，具有很大的持续性与可比性。调查一的
对象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由受访者填写问卷，在一定意义上体现意识形态问题的前
沿性与前瞻性；调查二、调查三的调查对象的年龄、教育状况与全国人口结构大体吻
合，８０％左右未接受高等教育，采用入户调查手段。三次调查中的数据，除多项选择
外，总和不足１００％的剩余数，为 “其他”类的选择，一概在表中省略。文中调查一的
数据除特别说明外，都是综合调查的数据，两次综合调查共投放问卷２４００份。



导言　大众意识形态的十字路口及其二元分化

长期以来，我国大众意识形态领域似乎处于某种 “多”与 “一”、 “实然”与
“应然”的两极紧张之中。一方面是关于大众意识或思想文化 “多”的 “实然”判断
———多元、多样、多变；另一方面是多中求 “一”的 “应然”努力———凝聚价值共
识、建立核心价值观。两极紧张必须解除，否则价值共识难以建构。解除的学理根
据在于：“多”与 “一”的矛盾与统一，不仅是意识形态现实和意识形态追求，而且
是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发展规律的战略反应。

意识形态之谓意识形态，语义重心不在 “意识”而在 “形态”，其真谛是在对
“意识”的个别性与多样性承认的前提下，进行 “形态化”的努力。“形态”有两个
维度：一是自发意识的自觉文化类型，如政治、法律、伦理、道德、艺术等；二是
个体意识的社会同一性或社会凝聚。一言蔽之， “形态”的真义是大众意识的同一
性。“多”中求 “一”，“变”中求 “不变”，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发展规
律。由此，必须将意识形态思维的重心由对 “多”的承认转向对正在发生甚至已经
发生的 “一”，即价值共识的追寻。①

关键在于，大众意识形态的 “多”中之 “一”、“变”中之 “不变”的生成，是
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转换过程，是价值共识生成的高度敏感期，也是国
家意识形态对大众意识形态实施干预的最佳战略机遇期。如果不能敏锐地洞察和把
握这个转换过程，无疑将错失价值共识建构的机遇。证据表明，经过３０多年改革开
放的激荡，这个重大机遇期正在悄悄来到。调查一发现，当前意识形态发展的特点
既不是简单的 “多”，“一”也没生成，而是处于 “多”与 “一”转换的关节点。其
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动向是：多元正在向二元聚集。所谓二元聚集，就是在许多具
有意识形态意义的重大问题上，多样性的大众意识日益向两极聚集，以至两种相反
的认知或判断势均力敌、截然对峙，大众意识形态的 “二元体质”正在形成。具体
表现如下： （１）伦理—道德对峙。关于 “当前中国伦理与道德状况的满意状况”，

６９．７％的受访者对道德状况 “基本满意”；但７３．１％的受访者对伦理关系或人际关
系 “不满意”。 （２）义—利对峙。关于 “当今中国社会实际奉行的义利价值观”，

４９．２％的受访者认为是 “义利合一，以理导欲”；４２．８％的受访者选择 “见利忘义”

和 “个人主义”。 （３）德—福对峙。关于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与幸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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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意识形态与价值共识之间的深刻关联，在 “意识形态”概念的首发者———拿破仑时代
的安东尼·德拉图·特拉西的 “观念学”中已经蕴涵。当代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将意识
形态的特质和功能概括为六个方面，其中 “统一性”是首要特质，由此形成一套以行
动为取向的信念，从而使社会利益和政治统治普遍化、合法化。（参见Ｔｅｒｒｙ　Ｅａｇｌｅｔｏ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１９９１）



４９．９％的受访者认为一致或基本一致；４９．４％的受访者选择不能一致或没有关系。

（４）发展指数—幸福指数对峙。关于 “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关

系”，认为 “生活水平提高但幸福感快乐感下降”的受访者占３７．３％；认为 “生活

不富裕但幸福并快乐”的受访者占３５．４％。（５）公正论—德性论对峙。关于 “公正

与德性到底何者更为优先”，５０．１％的受访者选择公正优先，４８．９％的受访者选择德

性优先。二元对峙既是一种截然对峙，也是一种高度共识，是基于高度共识的截然

对峙。它标示着多元正在甚至已经向二元聚集，共识已经开始生成，但处于过渡之

中，呈现为一种二元体质。

２０１３年进行的调查二、调查三的信息表明，情势正在变化。其一，在某些方

面，二元聚集仍在继续。关于 “市场经济对我国伦理道德的影响”，认为 “变好了”

的受访者占３０．３％，认为 “变差了”的受访者占３２．０％ （调查三）；关于 “当前社

会是否公平”，认为 “公平”的受访者占４０．８％，认为 “不公平”的受访者占

３６．６％ （调查二）；关于 “目前的收入差距”，认为 “不合理但可以接受”的受访者

占３７．９％，认为 “不合理，不能接受”的受访者占３９．３％ （调查三），虽都定性为
“不合理”，但接受度却二元对峙。其二，调查一发现的二元聚集已经开始分化。关

于 “现代社会守道德的人大都吃亏，不守道德的人讨便宜”，同意或比较同意的受访

者占５９．７％；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的受访者占４０．３％，肯定性判断上升约９个百分点
（调查三）。关于 “人的生活水平越高，就越幸福”，同意或比较同意的受访者占

５７．３％，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的受访者占４２．６％ （调查三）。最大的分化，是由于分

配不公的加剧，伦理精神的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关于 “就社会生活而言，个体德

性与社会公正哪个更重要”，认为公正优先占７４．１％，已经成为绝对主流；德性优

先仅占２５．９％ （调查三）。其三，信息与调查一完全相反。关于 “当前我国社会道

德状况的总体评价”，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受访者占６６．２％；关于 “当前我国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总体评价”，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受访者占６９．５％。导致信息差异的原因

十分复杂，但可以肯定，短短几年时间，二元聚集的状态已经发生变化。①

面对二元聚集的严峻现实和历史时机，理论研究肩负两大学术使命：发出 “二

元聚集”的大众意识形态预警；进行由 “二”而 “一”的理论准备。两大使命凝结

为一个任务：能动地推进由 “二”而 “一”的 “形态化”进程，生成大众意识形态

的合理价值共识。而完成这一任务最重要的学术准备之一是：当代中国社会，由
“多元”而 “二元”，由 “二”而 “一”的大众价值共识的生成，到底有哪些意识形

态期待？基于三次大调查的信息，本文的假设是：在由多元走向二元聚集的背景下，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地有三大意识形态期待———期待一次

·６·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７期

① 调查发现，受访者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是导致三次调查信息差异的最重要变量。总
体而言，文化程度越高，对社会的敏感度和批判性就越强，不满意度也越高。



“伦理”觉悟，期待一场 “精神”洗礼，期待一种 “还家”的努力。

一、“共”于何？期待一次 “我”成为 “我们”的伦理觉悟

２０世纪是伦理大发现的时代。２０世纪初，陈独秀痛切反思：“伦理的觉悟，为

吾人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向全世界警示：

“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② 这

两种发现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历史语境。前者是伦理解放的觉悟，后者是伦理学习

的觉悟；前者指向中国文化的传统性，后者指向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但无论是指向
传统痼疾的伦理解放，还是指向现代性病灶的 “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都言之凿

凿地将终极觉悟、终极发现聚焦于一个文化质点：伦理。跨文明、跨时代的同一发

现说明：伦理，无论对解决 “中国问题”，还是 “西方问题”，都具有某种终极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明辩证发展的历史之流中，如果说陈独秀的 “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是 “现代伦理觉悟”；那么，指向当今 “中国问题”的伦理觉悟，则是 “当代伦理觉
悟”。无疑，“第二次觉悟”的核心任务已经不是伦理解放，而是经过市场经济、全

球化，以及欧风美雨冲击或重创之后，重新 “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

（一）伦理能为 “价值共识”贡献什么

伦理觉悟的终极期待隐喻伦理具有终极意义的文明使命和文明地位。有待理论

论证的是：伦理到底有何种文明担当？伦理、伦理觉悟，对解决价值共识的 “中国

问题”到底因何、如何具有某种终极意义？

在古希腊，伦理的最初意义是灵长类生物借以获得长期生存的可靠居留地。“可

靠居留地”之所以需要伦理，是因为在人身上存在两种本性：意志自由和交往行为。

意志自由是人的自我肯定，但意志自由只有在交往行为中才能确证。在交往行为中，

人们产生了对行为可靠性的期待，那些使可靠性得以发生的东西被称之为 “德”并

得到鼓励。所以，“德”一开始便意味着多样性、个别性的存在者及其行为中的某种
共通性，所谓 “同心同德”。由于它们对共同生活可靠性的生成意义，又被称为 “伦

常”，意味着 “德”被伦理所规定，是 “一种伦理上的造诣”。③ 在 《尼各马科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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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１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７９页。
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肖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５９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０页。



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主要表现为风俗习惯。① “风俗”是在共同体生活中自

然生成的普遍性与客观性，“习惯”则是个体内化自发形成的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行

为方式。以 “风俗习惯”诠释和表达 “伦理”，意味着伦理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结合

方式。在这种结合中，普遍性和客观性的 “风俗”具有第一位的意义，而个体性达

到或获得普遍性则是这种结合的要义和精髓。

在中国文明的开端，“伦”不仅表达人的普遍性与客观性，而且具有根源实体的

意义。所谓 “天伦”，不仅昭示着人的血缘存在的客观普遍性，更将人的个体存在回

归于某个终极性及其在时间之流中延绵的根源生命。姓氏，在中国文明中不仅是共

时性与历时性的时空中诸个体生命之流的共同符号，而且是他们共同的根源。因之，

“伦”的理念与祖先崇拜的原始文明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并因其根源意义而获得永

恒的和不容亵渎的神圣性。而所谓 “理”则是 “伦”的主观化的能动表现和表达。

在中国 “伦理”传统中，“理”从来就不是在原子式的个人身上发生的所谓理性，而

是由 “伦”的本原和本真状态中产生的具有价值意义的真理，即所谓 “天理”，它的

个体化表现就是所谓 “良知”。伦理之 “理”必须也只能被理解为 “伦”之
“理”———包括天伦之理与人伦之理。由于家国一体、家族本位的文明结构和文化传

统，天伦之于人伦具有范型的意义，“人伦本于天伦而立”是伦理即 “伦”之 “理”

的规律。同时，“理”使客观性的 “伦”内化并成为主观性，也使普遍性的 “伦”分

殊地透过个别性而获得现实性，是 “伦”由客观性向主观性、由普遍性向个体性过

渡的中介。“伦—理”之中，“伦”是存在，是具有终极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生命

实体；而 “理”既是 “伦”的表现和存在的能动方式，也是个人获得终极性和普遍

性的教养和证明，是个体成为或走向普遍性、终极性的 “人”的主体进程。由此，

“伦理”在中国文化中更为强烈地表达着一种哲学理念，也更为现实地履行着一种文

化功能：个体与实体、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仅精神地而且现实地达

到和实现，中国传统社会中 “礼”的伦理制度就是它的现实形态。

跨文化考察可以发现 “伦理”内在的深刻意识形态意义，尤其对建构价值共识

的意识形态意义。这种意义在中国文化的伦理理念及其传统中得到更为清晰和强烈

的表达。质言之，中国文化的 “伦理”传统由三元素构成： （１） “伦”传统是最重

要，也是最具民族标识性的文化传统。“伦”既是出于自然的价值共识，是个体与普

遍实体统一的自然形态，也是建构社会同一性的文化形态。“伦”的同一性展开为由
“天伦”到 “人伦”的文化过程。首先通过回归生命根源，指证并使历时性与共时性

的个体获得普遍性，达到个体与诞生他的生命实体的根源性统一，在 “天伦”中由

个别性自然存在成为普遍性伦理存在。在此基础上，以天伦为范型，“老吾老以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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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第２７页。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生成社会性的 “伦”普遍性。最后，由 “天伦”及 “人
伦”，达到国家、天下的 “伦”的贯通同一，所谓 “天下平”。（２）“理”并不是一个

独立的结构，它源于 “伦”，由 “伦”获得合法性与现实性，是 “伦”之 “理”。它

既是 “伦”的规律，也是 “伦”的主观形态，是对 “伦”的内化和认同，是个体达

到 “伦”的普遍性的良知良能。如果说，“伦”是普遍存在和普遍价值，那么，“理”

则是由对普遍存在的认同而达成的普遍共识。（３）由此，由 “伦”而 “理”而生成

的 “伦—理”，便是人的个别性与普遍性、客观同一性与主观同一性的统一。在中

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中，“伦理”及其所表达的人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统一的价值

共识的自然形态，就是人的姓名。“名”表征个别性，“姓”则是个体生命的共同

血缘符号或血缘普遍性，是将在同一空间中共时存在的不同利益、不同取向的诸

多个体联系起来的自然标识，是对生命实体的普遍性的最自然、最具神圣感的认
同，也是最自然、最坚固的价值共识。这一共识的自然性和神圣性，使其对其他

价值共识的生成具有作为范型和根源的人类学意义，成为价值共识必需的人性和

文明基础。

由此，“伦”、“理”、“伦—理”三元素及其所形成的哲学理念，便是人的个别性

与普遍性统一，也是价值共识生成的最具基础意义的文明因子和意识形态。但在不

同的文明传统以及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伦理同一性及其价值共识的建构，

逻辑与历史地有两个基本路径：或者从人的实体性出发，或者从人的个体性出发。

两种取向的自然表达及其殊异便是姓名的不同语辞位序。在中国，姓在前，名在后；

在西方，名在前，姓在后。这种殊异根本上体现了价值共识生成的不同伦理位序：

中国传统是从实体认同到个体建构；西方传统则是从个体自由到实体认同。二者的

同与异体现个体生命过程与人类文明过程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两种传统演进到
一定历史阶段，将遭遇不同的课题。于是，陈独秀的 “最后觉悟”便指向 “伦”的

绝对实体性下的个体解放；罗素 “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觉悟指向个体向 “伦”

的实体性回归。这一历史哲学澄明的问题意识是：当今中国是继续完成 “最后觉

悟”，还是推进 “第二次伦理觉悟”？显然，今天的觉悟是作为对 “最后觉悟”辩证

否定的 “第二次伦理觉悟”！

（二）保卫伦理存在

调查表明，经过百年巨变，尤其是３０多年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激荡，中国今

天的伦理觉悟有两大主题：一是在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中保卫伦理存在的觉悟；一

是关于伦理的实体意识，关于人的普遍性追求的伦理再启蒙的觉悟。两种觉悟的要

义，就是罗素所说的 “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

１．共识中的 “问题共识”

调查发现，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一些重要共识，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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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意识形态观共识———主题词是 “调整”和 “多元包容”。调查三的信息显
示，６５．２％的受访者主张对当前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只有１６．２％的受访者主张维护

当前意识形态，另有１１．１％的受访者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调整的主要方向是多元包

容，不仅包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占３０．３６％），而且 “整合和凝聚不同

社会集团的思想体系”（占４９．５％），甚至 “包容性越大越好”（占１７．１％）。

第二，“改革开放”共识———对改革开放高度肯定。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评价的

多项选择中 （调查一），６６．７％的受访者认为市场经济改革 “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内在

活力”；而关于开放是 “中国自主地按照自己的道路前进”（占４１．４％）或 “引导中
国向它自己的方向变化”（占３７．７％），认同度非常高。

第三，“改革开放问题”共识———聚焦于两极分化与腐败严重。调查一表明，受

访者对改革开放的主要忧虑依次是：“导致两极分化” （占３８．２％），“腐败不能根

治”（占３３．８％），“生态破坏”（占２６．２％）。与之相关，关于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

选择 “制度安排不合理”、 “社会不公”及 “个人原因”的受访者分别占３９．１％、

３６．６％和２０．２％。而关于 “阻碍树立社会主义信念的因素”，包括公务员、知识分

子、企业家与企业员工以及农民在内的所有群体都指向腐败严重和两极分化。① 对
此问题的跟踪调查显示，调查二中认为 “当前我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非

常严重”的受访者占７１．５％；认为 “当前我国社会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非常严

重”的受访者占７２．７％。调查三显示，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 （占

８２．２％）、“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占８０．５％）被视为 “当前非常严重的社会

状况”。可见，两极分化与腐败严重，直接诱发了人们在意识形态态度和政治取向方

面的 “多”，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和 “改革开放问题”之 “结”，也是价值共识难以

建构和巩固的重要原因。

以上三大共识，传递了极为重要的信息：我国社会价值共识具有良好基础，

但两极分化与腐败严重妨碍了价值共识由可能变为现实。三大共识中，第一、二

两个共识不仅本身就是基本价值共识，而且为其他价值共识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

理念前提和政治基础，为价值共识和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条件。但 “问

题共识”却严重阻碍了诸群体间价值共识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消解了价值共识

生成的现实条件，耗散了诸社会群体凝聚价值共识的文化热情和政治情绪。然而，

一般大众认知和学术研究都倾向于将两大问题诠释为政治和经济问题，也总是试

图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寻求解决之道。事实上，腐败严重和两极分化，不仅是政
治问题、分配制度问题，更深刻的是伦理问题，其最为严重的后果是解构甚至颠

覆了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存在，从而使共同价值因失去伦理条件和伦理基础而成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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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必须保卫伦理
“伦理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① 是人的个别性与普遍性、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

一而形成的兼具客观性与精神性的同一体。一方面，“伦”是个体的实体性；另一方

面，个体与实体的关系、个体行为价值合法性，是以实体存在及其要求为内容和现

实性，这两个方面是 “伦”之 “理”的两个基本构造。“伦—理”之中，“伦”的普

遍物的客观存在，个体在 “伦”的普遍物中发现和找到与自己的同一性关系，是伦

理履行其价值同一性文化功能最重要的元素。“伦”的普遍物不存在，“理”的共同
价值或对 “伦”的认同便沦为虚幻和说教。

按照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个别性的 “人”与普遍性的 “伦”同一而形成的伦理

性的实体有三种存在形态：家庭、社会、国家。家庭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个体按

照血缘规律建构的个体与其普遍性生命实体的同一性伦理形态。社会，准确地说是

市民社会的哲学本质，是家庭的自然同一性解构之后原子式的个人由 “需要的体系”

所建构的形式普遍性和形式同一性。市民社会与家庭的共性在于追求个体性与普遍
性的同一性关系，根本区别在于达到这种同一的方式，以及所建构的同一体的性质：

是从实体，还是从个体出发建构个体与实体的伦理同一性？是形式的同一性还是自

然的同一性？国家消除了存在于家庭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紧张，使个体性与普遍性、

个体与实体之间的同一由可能成为现实，因而是伦理实体的现实形态或完成形态。

权力的公共性和财富的普遍性，是世俗生活或现实社会中伦理存在的确证。一

旦权力成为 “少数人的战利品”而失去公共性，一旦财富因不均或不公而失去普遍
性，社会便失去伦理存在，也因伦理存在消解而失去合法性———不是失去伦理存在

的基础，而是失去伦理存在本身。伦理存在丧失的文明后果是：社会因失去伦理同

一性和价值凝聚力而涣散，“社会”能力瓦解，社会将不再 “社会”；“家庭—社会—

国家”的文明体系与人的精神构造因失去 “社会”这种中介而断裂。其直接的意识

形态后果是：社会因失去伦理同一性和伦理统摄力而使价值共识成为不可能。由此，

社会，尤其是社会的精神便不仅在现实世界，而且在精神世界中分崩离析。因此，

消除腐败与分配不公，根本上是一场伦理保卫战。建构价值共识，必须保卫伦理。

（三）伦理意识的再启蒙

如果说腐败与分配不公动摇甚至颠覆了 “伦”存在的客观性，那么，市场经济

与全球化的冲击，则在主观方面动摇甚至消解了人们的 “伦”意识或 “伦”之
“理”。前者是伦理存在的 “伦”危机，后者是伦理认同的 “理”危机。从存在到认

同、从客观实在性到主观认知能力两方面耗散了伦理的同一性功能。如果说，前一

问题的解决有待一场全社会的伦理保卫战，那么，后一问题的解决，则期待一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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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识的再启蒙。再启蒙的核心任务，是唤醒和强化个体的 “伦”意识，培植伦理
认同、回归伦理实体的文化能力，进而培育社会的伦理同一性能力和伦理凝聚力。

重点展现为三个方面：国家伦理意识的再启蒙、家庭伦理意识的再启蒙、集团伦理
意识的再启蒙。

１．国家伦理意识的再启蒙
近３０多年来，我国社会的国家意识在理论和现实中遭遇来自三方面的严峻挑

战。一是全球化飓风和现代高科技背景下虚拟的 “地球村”意识，二是市场经济导
致的过度个人主义，三是所谓 “市民社会”的观念和理论。当今世界，全球化不仅
是 “浪潮”而且是 “思潮”，其中深藏着发达国家在文化战略上的意识形态故意；①

而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方式让人们在虚拟世界中感受到一个高度抽象的地球村的存

在。这种经济与技术双重冲击的现实后果是，人们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淡化。市
场经济不断滋生的个人主义则从价值层面动摇甚至消解人们的国家实体意识，把国
家当作契约性甚至工具化的存在，而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地。至于从西方移植并
被误读的 “市民社会”理论，则让人们对国家的现代合理性提出质疑，进而试图以
“市民社会”与国家分庭抗礼甚至对峙。社会学中 “小国家，大社会”理论得到经济
学上所谓 “小国家，大市场”理论的呼应与支持。于是，事实世界中 “全球村”与
国家的抗礼，价值世界中个人与国家的抗礼，理性世界中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抗
礼，使得中国社会的国家意识、国家观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危机，国家伦
理实体感和国家伦理意识弱化。

在关于 “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性意义的伦理关系”的调查中，三次
调查的排序完全相同：家庭血缘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
系。（见表１）但在调查二和调查三中，家庭伦理关系的权重大大增加，个人与社
会、国家关系的权重都相应减少，其原因可能与受查对象的文化水平、社会地位
所导致的对家庭的依赖密切相关。这表明，国家伦理意识的再启蒙，已经成为一
个紧迫任务。国家的文化使命，就是使全民族作为一个 “整个的个体”而行动。

表１　对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最具根本意义的伦理关系

血缘关系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

调查一 ４０．１％ ２８．１％ １５．５％

调查二 ６２．７％ １８．８％ ７．７％

调查三 ４７．５％ ２４．６％ １６．８％

国家伦理意识的再启蒙，包括两个辩证的结构。其一，国家伦理自我意识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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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彰显和强化国家作为伦理存在或现实伦理实体的本性。它展开为两大努力：

否定性的努力是消除腐败与分配不公两大痼疾，使社会成员体会自己与国家的现实

同一，从而强化伦理认同；肯定性的努力是加强政府决策的伦理含量以体现其伦理

性。其二，公民的国家伦理意识的再启蒙。在经过抽象地球村意识和过度个人主义

对传统民族主义和伦理整体主义的辩证否定后，进行否定的再否定，培育现代公民

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进行国家伦理意识的回归。

２．家庭伦理意识的再启蒙

三次调查提供了关于家庭伦理的两个相反信息：家庭是个体伦理道德发展的第

一影响因子；当前我国社会的家庭伦理能力存在深刻危机。关于 “成长中得到最大

伦理教益和道德训练场所”的调查显示，① 家庭绝对居第一位，国家和政府则处于

最后一位，影响力最弱，反证了上文关于国家伦理实体祛魅的立论。（见表２）

表２　成长中得到最大伦理教益和道德训练场所

第一受益场所 第二受益场所 第三受益场所 第四受益场所

调查一 家庭，６３．２％ 学校，５９．７％ 社会，２２．０％ 国家或政府，６．８％

调查二 家庭，５０．７％ 社会，２５．３％ 学校，１７．８％ 国家或政府，３．５％

调查三 家庭，３９．０％ 学校，２６．４％ 社会，２５．１％ 国家或政府，６．０％

但是，在家庭伦理责任与婚姻关系方面，家庭的伦理功能明显弱化。三次调查

发现，子女缺乏责任感、婚姻关系不稳定、代沟严重等是现代中国家庭关系的突出

问题，标示着无论在纵向还是横向关系中，家庭伦理同一性素质和同一性能力正在

遭遇严重危机。当代中国着实需要一场以重建婚姻能力、重建独生子女的伦理感和

伦理能力、重建家庭的伦理同一性为主题的再启蒙。这场启蒙的意义，不仅是培育

家庭的伦理共识和伦理素质，更深刻的是透过家庭伦理能力的培育为社会共识和社

会的伦理同一性提供自然基础。

３．集团伦理意识的再启蒙

近３０多年市场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就是 “后单位制时

代”的出现，将个体还原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原子式个人。这不仅使个人从家庭

到国家的实体意识和价值共识失去中介和过渡，而且 “经济实体”作为 “个人利益

战场”的本性，催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

体”的伦理道德悖论。在集团内部，由于高度的利益相关，可能成为一个 “伦理的

实体”，准确地说是具有某种伦理形式但实为利益关联的实体，但当它作为 “整个的

个体”行动时，在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却是 “不道德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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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集团行为造成的道德后果比个体更为严重，人们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调

查一显示，５０．３％的受访者认为，与个人相比，集团行为不道德造成的危害更大；

３１．１％的受访者认为二者相同。但对那些符合内部伦理却不符合社会道德的现象，

譬如广泛存在的政府机关为职工子女入学提供便利、大学招生中本校教工子女降分

录取等，在作出 “不道德”的主流判断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伦理上的无奈甚至部

分同情。①

面对那些具有 “伦理的实体—不道德的个体”性质的集团行为，将近一半的受

访者选择不作为或态度暧昧。例如，“如果您所在的单位有一项举措可以提高集体福

利并使您个人得到利益，但会造成环境污染或社会公害”，调查一和调查二中分别有

３３．９％和４３．７％的受访者选择 “不会举报”。这表明，“后单位制时代”集团伦理的

启蒙，不仅是新课题，而且更为突出也更具紧迫性。人的社会性和职业生活使集团

伦理对社会伦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是最为现实的 “社会环境”。以虚幻的集团

伦理的形式表达、实现和维护集团的私利，并造成相对于社会整体性关系中的道德

上的恶，其意识形态后果是，不仅使处于不同集团中的个体难以达成价值共识，而

且使集团与集团之间难以达成价值共识。更为严重的是，它所营造的现实社会环境，

可能使不道德从现存成为现实，再从现实成为合理，从而不断催生并扩大处于不同

集团中的个体在价值选择上的多元，使价值共识成为不可能。因此，集团伦理意识

的启蒙，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最为重要但至今未被充分认识的伦理启蒙。

综上，市场经济、全球化、独生子女和 “后单位制”等对家庭、社会、国家三

大伦理实体及其体系的巨大冲击，以及 “伦”的传统被颠覆和解构的双重境遇，使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一个挑战： “我”，如何成为 “我们”？ “我”，能否成为 “我们”？

这个挑战如此深刻和严峻，乃至真的像罗素所说的那样将关乎我们种族的绵亘。为

此，现代中国社会着实期待一次新的伦理启蒙和伦理觉悟，其核心任务是捍卫社会

的伦理整体性和个体的伦理能力，提升民族凝聚力和社会聚合力，使 “我”成为
“我们”，进而为多元社会的价值共识提供最不可或缺的伦理基础和伦理条件。

二、如何 “识”？期待一场 “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的精神洗礼

伦理同一性的建构，伦理同一性对社会价值共识的缔造，展开为两种形态或两

个环节、两种规律：“伦”的同一性与 “理”的同一性。“伦”的同一性是伦理存在

的同一性，“理”的同一性是伦理认同的同一性。因此，保卫伦理，不仅是保卫伦理

存在，而且必须保卫伦理认同能力。当代中国遭遇的社会同一性难题，不只是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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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证的家庭、社会、国家诸伦理实体中伦理存在的危机，而且表现为个体的伦理
能力的危机，即达到 “伦”的 “理”的伦理观与伦理方式的危机。 “伦”的存在危

机，“理”的 “伦”认同能力危机，共同造就西方道德哲学家所批评的生理上和伦理

上退化的景象。退化的后果之一，是价值共识难以达成。

（一）“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

“理”的伦理观与伦理方式的危机是什么？一言蔽之：“理性”僭越 “精神”。

黑格尔曾断言：“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

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

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

一。”① 其中，“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是 “精神”，“集合并列”的伦理观和伦理
方式所隐喻和预警的是深植于西方哲学传统并在现代性中得到极端发展的 “理性”。

是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还是 “从实体出发”，是 “集合并列”还是 “单一物和普遍

物的统一”，是 “理性”与 “精神”两种伦理观和伦理方式的根本区别。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是一个典型的本土话语，而 “理性”则是一个舶来

品。在哲学意义上，“精神”具有三个基本规定：出于自然而超越自然，知行合一，

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由于精神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又是对自然本性的超越，因而

以自由为追求和本质；思维和意志、知与行是精神的一体两面，它们不是精神的两
个独立构造，而是它的两种表现形态，即认知形态和行为形态；精神以对普遍物的

信念为前提，在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建构合理性。由此， “精神”不仅与 “理

性”相区分，而且与 “伦理”相通。因为，伦理的本质是基于对 “伦”的 “普遍物”

的信念，“从实体出发”，由 “伦”而 “理”，透过知行合一所达到的个别性与普遍性

的统一，因而与 “精神”内在同一。所谓 “伦理精神”，意味着伦理必须也只有透过

精神才能达到和实现。无论 “伦理”还是 “精神”，都具有深刻的 “意识形态”的意
义功能并与之深切相通。

“精神”与 “理性”两种伦理观与伦理方式，不仅代表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

内在于个体生命发育史与人类文明发展史，构成伦理的两种逻辑与历史可能。个

体生命发育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因其同质性而遭遇一些共同难题：生命从母体

诞生并发展自我意识之后，个体 “被从家庭中揪出”、脱离家庭的原初也是直接的

自然同一性诞生 “社会”之后，如何铭记自己的出发点，找到一条 “回家”的路？

在经过个体的否定性扩张之后，如何最终回归实体的家园？这一问题的巨大现实

性和深刻历史感，不仅在生活世界而且在人的意识中，使 “我”凝聚为 “我们”。

现代性伦理流连和执迷于个体及其意志自由，将理性极端化为理性主义，既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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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原初根源的实体性，又消解了回到实体的终极信念。于是，“原子式地进行
探讨”的 “集合并列”的形式普遍性，便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辨成为现代性的不幸

现实。市场经济不仅为这种伦理观和伦理方式提供强力推动，而且让它从 “现存”

误读为 “合理”。

（二）“原子式地进行探讨”

现代中国社会 “伦”之 “理”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

的 “集合并列”，逐渐取代 “从实体出发”的 “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这种原
子主义被表达为 “利益博弈”、“制度安排”等中国话语。于是，“没精神”，便成

为 “中国问题”的另一表征。而 “理性”僭越 “精神”所导致的 “没精神”退变
的集中表现便是日益发展的个人主义。调查表明，“个人主义”不仅对已经发生的

伦理变化有解释力，不仅对正在发生的伦理问题有诊断力，而且对未来有某种预

警力。

调查一显示，对于 “现在人们常常对记忆中或电影作品中展示的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前人们简洁的人际关系、清朗的精神风貌和友好的社会风气心存怀念和向往”，

５５．２％的受访者认为主要原因是 “现代人过于个人主义”，高居多项选择之首。而对

于伦理关系与道德生活的事实判断和问题诊断，几次调查都指向个人主义。关于
“造成当前我国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的最大负面影响因素”，调查一和调查三的结果

高度一致：“市场经济导致的个人主义”分别以５５．４％、４３．７％的选择率居首位。

关于 “造成目前人际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调查一中６５．７％的受访者选择 “过于

个人主义”，高居榜首。调查三中，６６．２％的受访者认为 “当前我国社会中大多数人
奉行的是个人至上”。将历史变化和现实问题归责于个人主义，但在关于未来的愿景

中又选择和坚持个人主义，两种似乎矛盾却高度同一的选择，演绎出一个具有很强
解释力和表达力的判断：经过３０多年涤荡的中国，个人主义不仅已经是而且将来可

能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伦理观和伦理方式之一。

如果说，个人主义只能解释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伦理方式，那么，以下信
息则可以反证这种探讨的 “没精神”。关于 “当前中国社会中个体道德素质存在的主

要问题”，三次调查的结果高度一致：“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见表３）

表３　当前中国社会个体道德素质存在的主要问题

有道德知识，但不见诸行动 道德上无知 既无知，也不行动 其　他

调查一 ８０．７％ ６．４％ １１．４％ １．５％

调查二 ６３．２％ １１．６％ １６．３％ ８．９％

调查三 ７３．７％ １３．４％ １０．７％ ２．２％

　　这一高度问题共识，显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素质中的重大缺陷：知行脱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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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意志分离。这一问题的哲学根源和哲学诊断是： “没精神”。因为，精神之谓
“精神”的必要条件，就是思维与意志、知与行的统一。精神所内在的思维和意志统
一的本质，在王阳明哲学中被表达为 “知行合一”。“一”是什么？就是良知。王阳
明以 “精神”诠释良知：“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
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① 良知即精、气、神的同一体。

（三）“精神”洗礼

作为一种伦理观和伦理方式，“精神”有两大特质。其一，以 “单一物和普遍物
的统一”为终极目标；其二，“从实体出发”实现这种统一。具体地说，基于对 “普
遍物”的伦理认同和伦理信念，将人从个体性的自然存在提升为普遍性的伦理存在，

达到 “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无疑，“精神”洗礼是在终极价值指引下知行合一
的过程。但是，饱受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 “理性”遮蔽，“精神”洗礼的基础性
也是关键性的工程，是进行关于家庭、国家、社会的 “精神”本性的理论澄明。

１．权力与财富的 “精神”本性
上文已经指证，国家权力与财富是社会生活中伦理存在的现实形态，干部腐败

与两极分化颠覆了生活世界中 “伦”的 “普遍物”的客观性，瓦解了价值共识的现
实基础。于是，关于国家权力与社会财富的伦理回归，便是 “精神”洗礼的第一幕。

有待理论澄明的是：国家权力和财富作为 “伦”存在因何具有精神性，并继而
使权力与财富从客观存在主体化为精神存在？答案在于：国家权力和财富的价值合
法性是 “精神”的合法性；个体之于国家权力和财富之间关系的意识形态是精神形
态；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是人的精神危机。

在 《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揭示了国家权力和财富的精神本质及其辩证发展。

他认为，善与恶是精神的两种本质。善是 “一切意识的自身等同的、直接的连续不
变的本质”，而恶则牺牲普遍性，“让个体在它那里意识到它们自己的个别性”。② 国
家权力是人的普遍性的直接表达，其目的是使个人过普遍生活；而财富的普遍性的
精神本质则容易被遮蔽。然而，财富的个别性只是一种表象，“一个人自己享受时，

他也在促使一切人都得到享受，一个人劳动时，他既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一切人劳动，

而且一切人也都为他而劳动”。③ 于是，财富以大众消费这种否定的方式辩证自己的
普遍性，国家权力与财富在本性上都自在地是一种精神性的伦理存在。

公共性与普遍性是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客观本质，自我意识对它产生两种精神性
的判断。“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都与自己同一的意识，乃是高贵的意识……认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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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的那种意识，是卑贱的意识。”① 从高贵意
识中发展出一种德行：“服务的英雄主义”——— “它放弃对它自己的占有和享受，它
的行为和它的现实性都是为了现存权力的利益”。② 但是，这种同一中包含着内在否
定性。因为，在精神的意义上，国家权力 “不仅要意识把它当作所谓公共福利来遵
从，而且要意识把它当作意志来遵从”。③ 于是便有可能从 “服务的英雄主义”蜕变
为 “阿谀的英雄主义”，即从对公共性与普遍性的 “服务”，蜕变为对权力和财富的
膜拜。当国家权力丧失公共性而成为 “少数人的战利品”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权
力与财富的私通，形成腐败和因分配不公而导致的两极分化，从而出现高贵意识与
卑贱意识的倒置，爆发国家权力和财富合法性的精神危机，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现
实危机。调查信息为这一立论提供了支持。两次调查中关于 “可能影响人际关系紧
张因素”的多项选择，“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都高居榜首，选择率分
别占４２．５％ （调查二）和１８．０％ （调查三）。而在第一次调查中，这一因素处于第
三位，与处于第一位的 “过度个人主义”和处于第二位的 “竞争激烈，利益冲突加
剧”分别相差近５个和２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轨迹表明，分配不公和腐败严重已经
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

善与恶—国家权力与财富—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服务的英雄主义与阿谀的英
雄主义，这就是黑格尔以思辨方式为世人复原的关于国家权力与财富的精神现象学。

国家权力和财富本是社会生活中个体与实体、人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统一的现实形态
和精神形态，其合法性不仅一般地具有精神内涵，而且只有透过精神才能实现。腐
败严重和财富不公不仅在现实世界，而且在精神世界中摧毁个体与实体之间的同一
性关系；不仅使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和谐，而且使精神世界中诸群体成员之间的价值
共识成为不可能。在腐败与财富不公成为最尖锐社会问题的背景下，社会成员之间
价值共识的生成，无疑期待一场以回归公共性与普遍性为内容的伦理保卫战。可以
肯定的是，这场保卫战的最后胜利，更期待一场在主观世界中达到 “单一物和普遍
物的统一”的酣畅淋漓的 “精神”洗礼。

２．家庭 “精神”

家庭作为 “一个天然的伦理的共体或社会”，也以 “精神”为基础和条件，而且
“只有作为精神本质才是伦理的”。④ 家庭关系、爱、婚姻，作为决定家庭存在的三
元素，已经澄明家庭的这一精神本质。

家庭成员之间伦理关系的真谛，是个别性的成员与家庭整体之间的关系，其伦
理合法性在于从家庭伦理实体出发。在家庭中，人的存在的本质及其自我意识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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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 “成员”，它彰显个别性的人与家庭整体之间的实体性关
系，“家庭成员”是家庭中个体的伦理自我意识。由此，便可以理解 《论语》中孔子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之 “直”之所指。

家庭之为伦理实体的最重要的精神元素是 “爱”。“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

庭，以爱为其规定，而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是意识到我和别一个人的统
一，使我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① 爱有两个环节：不欲成为独立的、孤单的人；

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自己。藉此，人才从个体性存在成为 “家庭成员”的实体性存

在。于是，“爱”便成为家庭伦理最重要的 “精神”环节。

婚姻是家庭存在和延续的重要条件，婚姻关系的本质是伦理关系，必须透过精
神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黑格尔曾对婚姻关系作过排除性论证：既不是以原子式

个人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也不能基于 “激情的狂暴”，而是 “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

的爱”。婚姻关系表现出强烈的 “精神”气质，也需要 “精神”条件的支持：“当事

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为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己自然的和单个的人
格。”② 现代社会将婚姻关系理解为以个人任性③为基础的契约关系，于是，婚姻的

神圣性 “被降格为按照契约相互利用的形式”。④ 这种对婚姻的原子主义的理解和对

待，在当代中国已经发展到十分严峻的地步，婚姻关系的不稳定，婚姻能力式微的

背后，是伦理能力的消解。

３．国家 “精神”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冲击下，国家尤其国家意识必须经受 “精神”的深刻

洗礼，才能回归伦理实体的本性。“公民”、“群众”、“爱国心”等表达个体之于国家

的自我意识的 “精神”洗礼，是国家 “精神”洗礼的首礼。

“公民”的要义是 “公”，即分享、获得并体现国家伦理普遍性之 “公”的
“民”，是达到个人的 “单一物”与国家的 “普遍物”统一的体现民族精神的伦理性

存在。因此，“公民”意识就是民族精神的自觉显现。将人从个体性自然存在，提升

为 “精神”性的 “公民”，正是国家的力量所在。个人相对于国家的另一自我意识是

所谓 “群众”。“群众”成为 “精神存在物”⑤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既认识个体并希
求个体的单一性，又认识实体并希求实体的普遍性。由此，个人就获得两种权利：

“无论作为个别的人或作为实体性的人都是现实的。”⑥ 如果偏执于第一种权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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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１７５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１７７页。
“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所欲的同意为其基础的。” （参见黑格尔：《法
哲学原理》，第２５５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１７７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６５页。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２６５页。



众”将因丧失精神聚合力而沦为 “乌合之众”。在国家生活中，个体与国家的精神关
联是所谓 “爱国心”。黑格尔将 “爱国心”诠释为一种国家生活中基于个人利益和国

家利益统一的信任和信念的自由意识，一种 “在通常情况和日常生活关系中，惯于

把共同体看作实体性的基础和目的”的政治情绪。①

“公民”、“群众”、“爱国心”，这些理念诠释和表征的是国家作为现实的伦理实

体的 “精神”本性。基于 “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 “集合并列”，往往从个人利益和

基于特殊意志的契约理解国家，或者依据偶然事件和国家一时的贫富强弱认识和对

待国家，这些理性主义的把握方式，被黑格尔称之为 “无教养”。也许，正因为缺少

关于国家的 “精神教养”，当代中国社会才出现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 “集体大逃亡”

的怪象。三次调查信息显示出国家意识与文化水平、生活水平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

联。在问及 “假如你的外国上司或老板侮辱了中国，但抗争会产生不利于自己的后

果”时，选择 “当面抗议”的比例从７２．４％ （调查一）提高到７６．１％ （调查三），

但沉默率也从１０．４％ （调查一）上升到１９．１％ （调查二）和２３．３％ （调查三）。这

表明，当前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启蒙，必须透过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努力，着力关

注低文化、低收入群体的 “政治情绪”。

三、“价值”何以合法？期待一种 “还家”的努力

显然，“伦理”与 “精神”，及其生成的 “伦理精神”，本身并不只是价值共识，

而是对价值共识的生成具有方法论和基础性意义的构造。 “伦理”为价值共识提供
“我”成为 “我们”的 “伦”的 “普遍物”；“精神”为价值共识提供达到 “单一物和

普遍物的统一”的 “伦”之 “理”的认同方式；“伦理”与 “精神”的哲学同一性及

其生成的 “伦理精神”，赋予 “共识”坚定而可靠的 “价值”基础和方法论意义。具

体地说，其一，“伦理”与 “精神”是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最深厚也是最具标识性的
传统，不仅具有传统的合法性，而且是多元多变时代建构合法性的最重要基础；其

二，优秀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两个要素，已经是社会大众认同的达成价

值共识的 “共识”；其三，“伦理精神”的回归，本质上是多元多变时代建立价值合

法性的一种努力。于是，在多元多变的时代，价值共识之 “价值”如何具有合法性？

期待一种返还 “家乡”的努力———还传统之 “家”！还伦理之 “乡”！

（一）作为中国传统的 “伦理”与 “精神”

学术界业已达成的共识是：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有待推进的是：“伦理

型文化”的深刻文明意义，决不只是中国民族对伦理的选择及其所培育的入世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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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以 “文明生态”和 “文化自足”的理念更易发现伦理型文化中 “伦理”的意义。

在中国文明生态中，伦理像宗教在西方文明中那样，具有终极同一性的意义功能，

指向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因此，西方文化的终极忧患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
会怎样？”中国文化的终极忧患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风、人心是同一性的
客观与主观形态，分别对应着客观伦理与主观道德，而 “风”与 “古”则表征社会
同一性与传统合法性。中国民族对伦理的忧患，与西方民族对宗教的忧患，具有同
等的文化意义。

问题在于：这种伦理型的文化传统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存在？① 调查表明，

今天的中国，虽然在伦理道德方面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伦理型文化没有根本
改变。在问及 “若遭遇利益冲突首先的行为反应”时，调查一中选择 “直接找对方
沟通”或 “通过第三方沟通”的受访者高达７８．９％。伦理手段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
首选。调查二、调查三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判断。 （见表４）两次调查中处理家庭成
员、朋友、同事之间利益冲突的首选都是 “直接找对方沟通，得理让人”，如果加上
“找第三方沟通，尽量不伤和气”和 “能忍则忍”，伦理性的选择近乎全部；只有在
处理与商业伙伴之间的利益冲突时，首选才是 “诉诸法律”。这说明，中国传统的伦
理型文化没变，只是某些方面增加了法律的元素。

表４　遭遇利益冲突时首先的行为反应②

家庭成员之间

朋友之间

同事之间

商业伙伴之间

直接找对方沟通，
得理让人，适可而止

通过第三方从中调解，
尽量不伤和气

诉诸法律，打官司 能忍则忍

５３．９％ （二） ８．６％ （二） ０．６％ （二） ３３．６％ （二）

５８．３％ （三） ９．６％ （三） ０．６％ （三） ３１．５％ （三）

４９．８％ （二） ２３．４％ （二） １．２％ （二） ２２．４％ （二）

４９．８％ （三） ２９．１％ （三） ２．６％ （三） １８．５％ （三）

３７．０％ （二） ２３．４％ （二） ２．１％ （二） １５．７％ （二）

４６．２％ （三） ２７．８％ （三） ２．２％ （三） ２３．８％ （三）

１８．２％ （二） １５．６％ （二） ２１．２％ （二） ５．９％ （二）

２４．６％ （三） １５．９％ （三） ５０．０％ （三） ９．５％ （三）

如前所述，“精神”是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标志性概念。当今 “民族精神”等理
念的突显一定程度上标示着对这一传统的自觉和承续。在上文所引证的王阳明对
“精神”的 “良知”诠释中，已经潜藏其真谛。“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何种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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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传统之谓 “传统”，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历史上发生的、一以贯之的、今天仍然存活并
发挥作用的。如果只是历史上发生而当下并不具有现实性，那只是文化遗存。
表中 （二）指 “调查二”，（三）指 “调查三”。



“普遍物”之凝聚，是 “伦”的普遍物之 “精”； “以其灵明而言谓之神”，因何
“神”？人的个别性的 “单一物”对 “伦”的 “普遍物”的知觉灵明，是个别性的人

的 “单一物”对 “伦”的 “普遍物”的知觉灵明、 “理一分殊”之 “神”；何为
“气”？使 “伦”的普遍物，也使个体对 “伦”的普遍物的知觉灵明外化为现实，成

为行为与风尚，“气化流行”是也。于是，“良知”即 “精神”，即 “知行合一”。附

会而言，“精”是 “一”，“神”是 “知”，而 “气”即 “行”———既是行动，也是流

行，是通过行动达到的社会同一性。以其言之，“精神”传统与 “理性”传统的根本

区别之一，是对 “普遍物”的终极预设及其神圣性的承认，以及个体性人的 “单一

物”与 “伦”的 “普遍物”的灵通合一。

（二）价值共识生成的 “元文化”或 “元共识”

多元多变的时代，到底哪些元素堪当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文化承载？如果发现

对价值共识生成具有基因意义的那些文化载体，也许就可以发现当今中国社会价值

共识生成的基本规律。

价值共识的文化载体，决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思辨，而是在大众价值取向和

意识形态中已经存在的 “元文化”或 “元共识”。调查一提供的信息表明，伦理道德

被认为是多元多变的文化中的 “多”中之 “一”、“变”中之 “不变”，高于 “物质利

益的基础作用”。这既有力佐证中国文化依然是伦理型文化，更直接指证，伦理道德

是多元多变时代建立价值共识最重要的文化元素。可以推论：伦理道德承载或具有一

种特殊的文化使命和文化本性，是多元多变文化中的 “元共识”。在关于当前文化建
设应当优先重视因素的调查 （调查一）中，“弘扬传统文化”以４７．６％的选择率高居

选项之首，先于 “提高公民素质”（占４３．７％）、“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占３９．８％）、

“加强法制建设”（占３９．３％）等因子。由此，传统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多元多变文化中

的 “元文化”。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生成，必须透过传统建构合法性。

调查二和调查三提供的信息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推论。关于 “当前我国社会道德

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中国传统道德”在两次调查中分别以６１．８％和４６．８％的选

择率高居各选项之首。显然，这里的 “最重要元素”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事实判断，

而是价值判断。几次调查的差异也可以由此获得解释。在关于 “对当前我国伦理关

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因素”的多项选择中， “传统文化的崩坏”以

３３．１％的选择率居首位 （调查二），而在六年前的调查一中居首位的 “市场经济导致
的个人主义”则已下降为第二影响因子 （占２８．２％）。这是全民共识中的很大变化，

既表征市场经济的进步，更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新发现。

可以假设，伦理道德的元共识、传统的元文化，构成当前我国社会价值共识坐

标系中纵横两个坐标轴。调查一关于 “新五伦”的信息显示，当代中国社会被认为

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在多项选择中依次为：父母子女 （占９３．８％）、夫妇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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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４％）、兄弟姐妹 （占６３．５％）、同事或同学 （占４７．１％）、朋友 （占４３．５％）。

与传统 “五伦”① 相比，只有以君臣为表征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置换为社会性的同

事同学关系。调查二和调查三在 “不变”中发现了 “变”，两次调查的排序都是：父

母子女、夫妇、兄弟姐妹、个人与国家、朋友，调查一中的 “同事或同学关系”被
“个人与国家关系”所取代。但无论如何， “五伦”的基础即家族本位的取向没变，

五伦的结构原理乃至排序没变，充分显示现代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力量。

不过，三次调查都表明，伦理与道德之间出现了文化走向方面的不平衡。调查
一显示，当前我国社会最重要的五种德性依次为：爱 （占７８．２％）、诚信 （占

７２．０％）、责任 （占６９．４％）、正义 （占５２．０％）、宽容 （占４７．８％）。调查三通过

排序加权的结果是：爱、责任、诚信、正义、宽容。两次调查，除 “责任”与 “诚

信”的地位发生转换外，要素乃至排序几乎一致。“新五常”中，只有 “爱”和 “诚

信”勉强归之于传统，其他三德———责任、正义、宽容，都是现代元素。由此，便

可以描绘当代中国社会伦理与道德的不同演进轨迹———伦理上仍守望传统，但道德
上已经基本解构了传统而走向现代，二者呈现反向运动。

可以说，“新五伦”和 “新五常”是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共识之一，奠定

了伦理型文化中社会价值共识最基本的文化内核，体现了伦理与道德在现代中国社

会中不同的发展规律。伦理与道德的不同演进轨迹，不仅对前文相关立论有解释力，

而且对价值共识的展望有表达力。其一，它可以佐证第一部分关于 “‘共’于 ‘伦

理’”的立论———在中国大众意识形态的认知与期待中，伦理最能承载传统，也最
能凝聚个体的多元价值，不仅是 “变”中之 “不变”，而且托载和化育 “多”中之
“一”；其二，它可以支持第二部分关于 “‘精神’地 ‘识’”的假设———在伦理与道

德之间，道德因其对抽象的普遍规则和个体意志自由追求的特点，具有主观性，也

较为易变，而伦理因其与 “精神”的直接同一，更具客观普遍性，并对个体 “单一

物”具有更强大的同一性文化功能。

要之，伦理与传统，因其在文明本性、因其在当代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意识形

态期待中的深度契合，构成多元多变时代中国社会大众价值共识生成的两个具有基
因意义的文化元素。伦理是多元价值中的 “元价值”，传统是多元文化中的 “元文

化”，它们分别成为具有多元凝聚力和历史绵延力的两大文化元素，是价值共识的纵

横两轴，具有托载和化育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意义。

（三）谁引领 “共识”

伦理凝聚共识，传统承载共识。然而，“共识”有待发现和凝练。于是引出另一

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到底谁引领 “共识”？用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述，到底谁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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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力？调查发现，由于腐败和分配不公所引发的伦理存在的难题，当代中国社

会正陷入话语主体失落的危机之中。突出表现是：在政治、文化、经济三大领域分

别掌握话语权力的三大主体———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企业家或商人，恰恰是伦

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的群体。（见表５）

表５　伦理道德方面最不被满意群体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调查一 政府官员７４．８％ 企业家３３．７％ 演艺界８．６％

调查二 政府官员４８．９％
企业家２３．２％

商　人３０．７％
演艺界２５．６％

调查三 政府官员５４．６％ 演艺界５４．８％
企业家４６．５％

商　人４６．４％

与之对照，工人、农民、教师、专家学者成为伦理道德上满意度最高的四大群

体，只是排序略有不同。在多项选择中，调查二的排序是：农民 （５６．１％），教师
（５５．２％），工 人 （４６．４％），专 家 学 者 （４３．８％）；调 查 三 的 排 序 是：工 人
（８９．９％），农民 （８７．７％），教师 （７９．６％），专家学者 （７６．６％）。农民、工人成为

满意度最高群体，“礼失而求诸野”。是否可以假设，当前中国的伦理道德乃至大众

意识形态已进入 “草根时代”？是否还可以假设，当前中国社会，不仅在财富分配方

面，而且在伦理道德方面出现两极分化？在两极之间，教师、专家学者等知识精英，

成为过渡带和缓冲力量。一旦财富的两极分化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演进，就是社会

矛盾由生活层面进入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的信号，必须高度警惕。

上述 “问题共识”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由信任危机而导致的话语权的失落。在

话语权力失落的背景下，到底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发挥重要影响？在调查一中，江

苏、新疆、广西三省 （区）两次调查的结论高度一致：知识精英以４８．０％居首位，

选择率远高于 “党政官员”（占２５．２％）和工商界精英 （占１７．４％）。然而，座谈会

上获得的信息又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知识精英不仅 “不了解现实”，而且缺乏充当

思想领袖的自我意识和意识形态抱负。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精英成为思想行为的第

一影响力主体，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期待。调查二、调查三显示，影响社会大

众思想行为的重心发生下移：父母、教师是第一、第二位的影响力群体，而知识精

英则居第三或第四位。①

信任危机、思想领袖缺场，使中国大众意识形态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调查一关

于 “当党中央宣传与国外思潮发生矛盾时”的多项选择中，６４％的企业群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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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综合三次调查，诸群体的比较分析发现，文化程度越高，受知识精英的影响越大。



的公务员、４４％的农民选择 “相信国外正确”。① 情势之严峻，已经可能影响国家的
意识形态安全。但是，调查三关于 “当国外报道与主流媒体宣传内容不一致”的调
查中，５４．８％的受访者选择 “相信主流媒体”，２４．５％的受访者选择 “自己判断”，

只有７．９％的受访者选择 “国外报道”。这一深刻变化表征，近年来的社会改革和国
家意识形态努力已经收到很大成效，价值共识生成的客观条件日益具备。

那么，如何进一步推进？可能的选择是：回归伦理道德与文化精神的 “家园”。

一方面，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企业家，尤其是政府官员，要通过自己的伦理道
德努力，重建社会信任，也给社会以文化信心；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对自己的文明
使命要有一种集体自觉，通过走近时代、走近社会，让自己有能力担当思想领袖的
使命，以此回馈和响应社会厚望。无论如何，传统的 “家”与伦理的 “乡”，是解决
价值共识生成中话语主体合法性问题的两个可能的关键元素。

结语　 “后意识形态时代”的 “意识形态方式”

综上，可以得出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大众意识形态领域 “价值共识”的三个结论：
“共”于 “伦理”，“精神”地 “识”，在民族文化的生命 “传统”中合法。由此，凝
结为三个理念———保卫伦理，蓬勃 “精神”，回归家园。

经过全球化的欧风美雨和市场经济的涤荡，中国社会大众已经形成以 “坚持—

调整—包容”为主题的意识形态观，意识形态不应该也不可能终结，是业已达成的
基本价值共识。这一共识为当代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但是，

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 “后意识形态时代”已经到来。面对这种变化，在业已生成
的意识形态观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必须确立 “意识形态方式”的自觉理念，能动地
推进 “意识形态方式”的 “调整”和变革。② 也许，本文所发现和揭示的 “伦理”、
“精神”、“传统”，将是新的 “意识形态方式”的可能元素，某种意义上可以裨益当
前我国社会建构大众意识形态的 “共”与 “识”及其 “价值”合法性。当然，这一
切只是可能。可能意味着未发生。正如一位哲人所说，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不可预料
的，因为没有发生本身就意味着无限可能。

〔责任编辑：刘　倩　责任编审：李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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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数据是调查一中诸群体分别调查的结果。
参见樊浩：《“后意识形态时代”精神世界的 “中国问题”》，高翔主编：《中国社会科
学学术前沿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